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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崛起于明代，在清朝迎来了鼎盛时期。由于处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环

境中，依附于政府并与其不断加强联系就成为了商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古代

特有的“官商经济”。如此一来，长期依附于政府的晋商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下就难以抽身，进而

就在清末民初彻底衰落了。晋商八大家之一的常家就是其中之一。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常家在政府事

务中的表现愈加活跃，一举承担了国家重要的财政职能，但也难逃沦为清政府维护统治的牺牲品的命运。

在这一过程中，绅商势力在地方发展，也有部分商人拥有了资产阶级特征，他们逐渐与政府背离，并致

力于晋商转型发展，最终由于力量弱小而难逃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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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top ten merchant gangs in China, the Jin merchants emerged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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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ed their heyday in the Qing Dynasty. In an environment of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de-
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ties became a necessary mean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merchants, resulting in a “government-business economy” unique 
to ancient China. In this way, the long-standing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Jin merchants to escape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led to its complete decl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Chang 
family, one of the eight major Jin merchants, was one of them. With its strong economic power, the 
Chang family became more active in government affairs and assumed important financial func-
tions of the state, but it coul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being a victim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efforts 
to maintain its rule. In this process, the gentry merchant power developed at the local level, and 
some merchants possessed bourgeois traits. They gradually departed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in merchants, but eventually 
failed due to their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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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晋商真正作为商人集团崛起于明代，在清末民初

走向衰落，纵横商界约 500 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以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等地。晋商经营盐业、

茶叶、票号等业务，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在清朝晚期甚至成为了国家的财政支柱。在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制下的社会中，晋商能取得如此成绩，与山西商人依附于政府并不断与其加强联系的努力密不可分。

晋商最初凭借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与“开中法”的制定，独占北方边境市场，进行官盐贸易。满清入关

之际，依靠常年与其互通贸易的经验，晋商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借着清政府给予的特权，晋商的经营

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在晚清时期，山西票号更是承接了政府官饷、赔款等款项的汇兑业务。但随着清

朝国运日衰，山西商人晚清的辉煌仅为昙花一现，深陷政治泥沼的晋商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崩溃一并衰败。

作为晋商八大家之一的榆次常家就为其中代表。 
晋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商人团体，拥有众多从业人员，涉猎行业广泛，囊括范围辽阔，

迎合了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使其加强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内在共生关系。晋商

在发展时期与王朝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官员任命都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并留下丰富史料。针对晋商

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学界目前重点关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关注晋商票号、

店铺及商业路径的扩张；其二是从历史发展规律出发，关注晋商兴衰的宏观历史及其背后涉及的政治因

素——这也是本文重点参考的研究成果之一。 
对晋商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建立在前人汇编的充足史料基础上。民国时期已有针对山西票

号史料的初步整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又集中出现了一批资料汇编，进一步介绍了对晋商及其

票号的相关情况。这段时间同时出现了诸多研究晋商的专著、研究集等成果，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学界对

于山西票号及汇兑制度的若干讨论进行了汇总并以更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除了以上将晋商作为

整体进行的研究，还有一部分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家族的内部，如对晋商中名声较响亮的乔家、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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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等。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斐然，这极大节省了笔者的前期准备工作，但仍有许多不可忽视的缺憾。就研究

对象而言，以往的学术研究围绕于晋商的商人属性进行，主要聚焦于其商业行为，不太关注与其时代的

互动；有一些史料提到了晋商活动时的政治、经济政策，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背景介绍而忽视了晋商与

政府之间的互动及对晋商发展产生的影响。其次在研究时重点关注整个群体发展情况与特点，忽视了某

一家族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性，缺少个案研究。 
学术界目前对政商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宏观研究篇章，较少聚焦于某一商人或家族研究去深入分析他

们与政府的互动及其造成的影响；清晚期正值中国向近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晋商群体在局势动荡

之时为保全自身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然而最终没有得到政府相应的支持并无可避免地走向

衰亡。常家作为晚清晋商八大家之一与政府的互动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因为重视家族教育留下了充足的

史料，将其作为个案研究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能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更能见微知著地反映出

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艰难。 

2. 明清之际晋商常家的发展概况 

中国历史上有两条重要的商贸道路，一条是兴于唐汉，通向西域诸国的“丝绸之路”；一条是清初

之际通往俄国的“茶叶之路”。区别于“丝绸之路”较强的政治性，“茶叶之路”的兴盛得益于中俄之

间的频繁的贸易往来。这条道路南起福建、两湖诸省，北至俄罗斯诸国，全长几万里，兴盛时间二百余

年。正是这样一条商业之路，让山西从一个贫瘠落后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云集的煊赫之地，在这条

白银入流却又艰险的发家之路上，始终有榆次常家的身影。 
山西商人口中的“走口外”主要指东、西二口；前者在今天张家口市，后者在呼和浩特市。张家口

本是一小市，得益于俄蒙贸易的兴盛，迅速发展成边境重要关口，在往来的各路商旅中，最有影响力的

是山西商人。区别于起初由政府指定、具有“龙票”的八大家，常家发家人常威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行

商，但随着常家努力经营，常家依靠贩布扎稳脚跟，开了第一家名叫“常布铺”的门店，结束了走街串

巷的奔波日子。 
(一) 茶庄生意 
茶叶生意的兴起离不开中俄 1728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随着这一条约的签订，中俄恰克图互市

也逐步发展起来。李志强在《张垣晋商对俄贸易》中记述：“据沈家屯张氏老人回忆，外贝加尔湖周围

居民不论贫富、年长年幼，都爱饮砖茶，茶是每日离不了的饮料。每日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

喝茶就不去上工。中午饭后也须饮茶，每日喝茶有 5 次之多，好喝茶的人能喝 10~15 杯。由于俄人对茶

叶需求量的增加，茶叶的销路特别好，每当运货的骆驼队到达贝加尔湖后，俄国人就团围住驼队，争着

用皮毛、牲畜换取茶叶，有时甚至跳起舞来，迎接驼队的到来。”[1]据记载，1777 年恰克图的进出口贸

易额平均每年达 800 万卢布，恰克图的关税收入占俄国全部关税收入的 38.5% [2]；从道光十七年(1837
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茶叶贸易就从年均 8 万箱增长到年均 12 万箱[3]。专营茶叶的晋商中规模

最大，历史最久的当属榆次常家，常氏自第九世常万达起贩茶贸易延续七朝，延续一百五十余年而不衰

[4]。茶叶贸易的繁荣不仅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还积极推动了我国内地的种植业、加工业以及交

通运输业的发展。 
为保证出品质量，常家在晋中首先采取了采茶、运输、贩卖一条龙的方式，在武夷山购买茶山，组

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力求选取精品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将散茶加工成

便于收藏的红茶、砖茶等。在交通运输上，因为驼运更加方便快速，因此常家很快备起了自己的驼队，

兴盛时可达万余匹；在运输中为了保存茶叶与银两，常家同样独创了许多有效的方法为其他家效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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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为了避免马匪抢劫银两，将银器重新熔铸，每块重达 100 两，使得马匪很难下手，只好弃之而去。

常家依靠谋虑与信誉，很快获得了俄两国政府的重视，将茶路不断延长至 13000 多里[5]。即使在太平天

国时期，战火连绵，通往福建的茶路一度中断，常家也通过积极寻找新的替代产品度过了难关。他们最

终确立湖南、湖北交界的羊楼司一带为新的茶叶基地，有效维持了商业的稳定发展[2]。大大促进了中国

商人的利益，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友好往来。中俄贸易在巅峰时曾达 1200 余万卢布，相比于八十年前增长

了千余倍，常家作为外贸中坚力量确实功不可没。 
(二) 票号生意 
关于清代山西票号的创始，陈其田先生认为：“大概是在道光初年(1820 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

理雷履泰，因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的账目。……到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年)左右，

才由布庄改为票庄。”[6]此后，创办票号成为了山西商人逐利的一大热门行业。票号作为民办金融机构，

在其发展的前中期票号同清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处在发展初期的票号无需政府批准也不需领取营业

执照。但作为混迹江湖的生意人，票商难免与地方官吏有所联系，这种联系在从古至今的商界中都在所

难免，这种行为可视作商人同政府间最初级的交集。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料》的说明中对此事做了分

期：“票号结交官吏，在近百年中，大约分为两个不同质的历史阶段，即同治年以前和同治(1862~1875
年)即其以后时期，分界线以汇兑与不汇兑京饷为界。同治以前为前期阶段，结交官吏层次较低，如知县

知府之类。同治年开始以后为后期阶段，结交官吏层次较高，如布政使、巡抚、总督等。”[7]对晋商票

号来说，真正同政府产生联系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之后，而常家的票号正在此时已经发展的较为成

熟。常家的第一个商号是雍正六年(1728 年)常威在张家口创立的“大德玉”，随着商业网络的不断扩大，

常威随后从“大德玉”中抽出资金，新立了一个字号“大德常”，将两家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和三

子常万达经营。两个集团互相帮扶共同发展，常万达及其后代以常家名义陆续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德

川”、“大德美”、“大德成”等十多个以“德”字为标志的字号，号称“十大德”[5]；随后，大德玉

设为总号，陆续发展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四个分号，之后又陆续增

设了“大昌玉”、“大顺玉”、“三德玉”、“保和玉”、“泰和玉”等字号，合称“十大玉”[5]，联

袂在恰克图进行对俄贸易，“独慎玉”还在莫斯科直接设立分店。据沈家氏张屯老人回忆，他曾在“独

慎玉”当学徒，店里的货物“上自绸缎，下自葱蒜”[1]样样齐全。常家的票号生意以张家口为核心，遍

及大江南北，对外的“十大玉”与内贸“十大德”互为援引，带动国内内外贸经济良性循环。在此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的地与两国政府发生多次联系。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之下，商人为求发展始终都只能依附于政府，为国家政

治目标而服务。在晚清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政府为维持统治就难免加强对“商”的利用，而商人对利的

追求也使其不可避免地通过对政府事务的参与加强政商间的联系。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具体说明，常家

在晚清同政府加强联系的各种活动。 

3. 晚清榆次常家参与政府事务 

(一) 捐输银两为政府分担赔款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外忧内患的近代史。随着列强侵略步伐的不断加

快与内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清政府军费开支不断加大，需要赔解的款项也日益增多。

朝廷国库严重空虚，为了劝说晋商抒解国难，清政府对晋商的贸易活动给予了特定的支持，当然，这一

切要以晋商的大量捐输作为交换。 
自乾隆至光绪年间，常家先后受朝廷诰封、诰赠多次，从第八世至第十六世公 126 人获封朝廷官职

[1]，从三品之上就有 25 人之多，数量之多、高级官员之多可称晋商之最。诚然，这些封赏给予了商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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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社会地位，在面对外国官员时也不再任人欺侮，但这一切相比于晋商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不值一提的。

山西“捐输”之多可以通过一封窥察一二。咸丰初年(1851 年)管理户部事务的大臣祁隽藻上书奏称：“自

咸丰二年(1852 年)二月起，截止三年五月止……绅商市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

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7]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的 37%，为全国各省之最。晋商的

兴起和鼎盛离不开清廷的大力支持；清廷的衰落和灭亡同样对晋商产生巨大影响。以 1902 年为例，山西

支付庚子赔款 116.3 万两白银，支付天主、耶稣教赔款 363.3 万两白银，总计须支付赔款 479.6 万两白银。

如果再算上教民的住宅、抚恤、赡养、营葬费等，数字更是令人瞠目结舌[8]。晋商将源源不断的白银供

给朝廷开销，清廷回报以虚职的官阶。从咸丰至光绪，常家每个大门都悬挂了光宗耀祖的横匾，诸如“武

功将军”、“都尉”、“大夫”等等；无穷无尽的捐输让常家逐步衰落，最终仅能维持表面的荣华威风。 
(二) 提供资金助政府缓解财政危机 
晚清各省关财政拮据解款必向票号挪借，军费拮据也需晋商帮忙周转。同治十三年，曾国藩曾因“兵

饷不敷”向平遥、祁县、太古三帮票号借银 21 万两[9]。更有一些机构假财政名义中饱私囊，据《大公报》

一篇报道，吉林禁烟局因拖欠大德玉两万余吊无术还，现已在公署禀控。大泉玉亦被拖欠银数千两，同

有追偿之说[7]。据记载[10]，1908 年一年，大德玉在沈阳一地对官府衙门的贷款就高达 25500 两。仅常

氏一家就借官府如此之多，更毋论晋商向政府垫款总数之大了。山西巡抚赵尔巽凑请皇上旨赐匾“乐善

好施”一块，因常家资助清政府善后经费[11]。 
除了对各级政府的资助外，常家还多次借款给王侯贵族、政府官员。清末陆仲琦赴山西做巡抚前，

向常家借银 50 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蒙古僧格林沁亲王府，累年借常氏商号逾百万两[8]。在民间甚至还

流传着两宫西幸途中，慈禧太后向山西票号借款的故事。 
然而晚清各商号在多数时候并不能有效地收回政府欠款。宣统三年(1911 年)户部欠票号已逾七百万，

各票号均不愿再借银于京师，并询问从前欠各款偿还的明确日期[7]。 
(三) 参与户部业务 
19 世纪 60 年代到九十年代，票号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数量增长了近一倍[12]。为了保证国家财政

的正常运转，清廷对票号的依赖也进一步加剧。据记载[13]，同治初年，山西藩库、运库解送的协拨甘饷

银 200 多万两，主要是平、太、祁三县票号承担汇兑的。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五年十八年间(缺少同治七年

的记录) [14]，票号每年都承担运送京饷的职责。到光绪初年时，户部更是直接明令各地方州、府、县，

凡向户部解缴税收款项，或解送京饷，必须通过票号汇兑[10]，票号进一步承担国家财政业务。 
在近代中国通商银行和大清户部银行出现前，平、太、祁三地票号早已承担了近代银行承担的存、

放款以及汇兑等银行业务，成为晚清以来全国的金融调拨中心。即使在中国通商银行出现后，票号仍保

留、延续了其汇兑业务。盛宣怀在发展彩票业时也多次通过票号汇款，据档案记载[15]“淮南北认领彩票

一千七百五十张，应收价洋一万四千元，甫据解到司库，即于二十四交大德玉汇，限八月朔交上海通商

银行。” 
(四) 投资工业走实业救国 
八国联军爆发后，京城各票号都遭受损失，在这种形势下常家敏锐意识到商界维艰，只靠汇兑业务

和窖藏原先资产累计不是长久之计，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常望春适时提出投资近代工业，走实业救国、

振业兴家的道路。十三世常立瀛、十四世常际春、常望春和十五世常凤梧，祖孙三代共同主持兴办“敦

睦织布厂”，购进机器、原料，从京津聘请专业人员教授，在族内族外招收学生十余名。第一年试验成

功后立刻扩大规模“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俱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

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7]。
除创办家庭工业外，常家还主动向其他社会工业投资。光绪末年，常家积极参与了山西争夺矿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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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认购保晋矿物公司的股票。其中“世德堂认购 900 股，合 4800 银元。世和堂认购 1280 股，合 6900
银元”[16]。常家对晋华纺织公司、山西火柴局也都进行了投资[7]。 

(五) 兴办“新学”重教育 
前文已提到，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商人将经营的一大重点放在维系其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之上。而

在财富的累积与传统观念的影响之下，晋商已不满足于仅向外部政治势力寻求保护，开始培养自身内部

的政治势力，希望摆脱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商人低下的出身，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攀升。最初，

为实现这一目标，商人多通过捐纳的方式为自己或家中族人捐得大小职衔，这样得来的官衔虽多为虚衔

小官，但由此商人毕竟还是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同各方交谈时也更加体面气派。晋商财富的进一

步积累使其对政治地位提出了更高要求，“贾而优则仕”、“贾而优则学”以达到商宦结合，显赫乡里

的最终目标。商长丰县无处不在，倘若没有官场做坚实后盾，已有财富很容易化为过眼烟云。他们斥巨

资聘请著名学者教授族中子弟，大量建设私塾学校，寄希望于子孙后代，其中最堪称道者莫过于榆次常

家。 
常家是有名的“儒商”，此处“儒商”借黄鉴晖先生的定义，是指“既有经商者也有从仕者”[8]。

常氏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据记载，常家从八世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到十一世常儒进入仕途，随后常家不

少人在清廷任职。与此同时，常家还是整个山西省最早办“新学”的家族。 
光绪二十四年，常立教赴京参加朝试时得遇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常与其二人思想一拍即合并顺理

成章地参加了“公车上书”，成为山西仅有的参与戊戌变法的三位举人之一。变法虽然失败，但近代资

本主义思想在常立教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家乡后，他经常在家族中讲废科举、兴新学、伸民

权的道理。在他的努力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下，常家在 1903 年全族废私塾，办新学，成立了“常氏笃初小

学堂”[17]，文多以历代优秀散文为主，辅助数学、珠算等新式课程。为了教学教育的连贯性，在笃初小

学的基础上，常家又办起了“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等小学堂”的复合式中学。由已中进士的常麟书担

任堂长。除了常氏学者外，又聘请名师，开设算术、外语、科学、地理等十二门课程，初具正规中学的

规模。 
更值一提的是，常家受民主思想影响，在光绪三十年由常沛春等人发起，兴办了“知耻女子学堂”，

也开设了文学、算术等课程。让女子走出绣楼深宅，同男子一样学习，在当时是不可多见的新鲜事物。 
常家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使其家中官员辈出，对日后同样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时期常家

都涌现出一批为国献身的优秀人才，这与常家早年的教育密不可分。 
(六) 积极参与地方维稳和基层治理 
常家积极投身政务活动还体现在维护地方稳定，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义和团运动兴盛时，许多匪

徒趁火打劫，寻衅滋事。常家“恐乱民乘势滋扰，乃散赈粮于村民，并于村中设团练局，筑土堡，推常

立教充团长。以事出创举，禀请省县立案，并由省垣聘正、副教师，教以练枪准及步伐诸纪律，领村且

乞声援，均庆安赌。年终，局乃撤。”[18] 
常家积极参与地方捐款、赈灾活动并留下了四块巡抚一级官员的题匾，除前文已经提到的皇帝赠匾

外，还有光绪三年，因救灾捐资，山西巡抚曾国藩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得”。光绪五年，因捐助

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因常赞春捐助榆次血糖，

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通清风”[11]。 

4. 结语 

张仲礼先生认为，“绅商”有时可以解释为“绅士和商人”，这一群体通常为商人转化的异途绅士。

绅商群体在 19 世纪不断扩大，这一群体的重要性也不断增加[19]。马敏先生指出：“伴随着绅士与商人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22.101005


王子菏 
 

 

DOI: 10.12677/ojhs.2022.101005 33 历史学研究 
 

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渗透、融合，有时两者已是混为一体，难分彼此，变成某种亦绅亦商，兼具绅、

商特征的独特社会群体。”[20] 
晋商本身十分重视自身“绅士”身份的获取，捐资纳官为其常用手段，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培养族

中弟子科举做官。如此一来商人就被囊括在专制体制之中，加固了皇权统治的基础政治，而不会因为财

力雄厚而成为皇权的威胁。对商人来说，这种政治身份一方面为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了一层保护伞，另

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地方事务中有所作为。 
其中，部分晋商也积极参政，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的特征，并且拥有了一些新

式观念，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曾致力于推动晋商的近代化转型。但是由于这种具

有资产阶级特征的商人在晋商群体中所占据的比例很小，晋商最终并没有成功转型，在整体上仍是依附

于封建政府的旧式商人群体。因清政府内部的落后性与腐败性，在相关商业活动中并没有为商人群体的

转型提供引导和支持，反而只是一味勒索敲诈，最终导致晋商的彻底衰败，进一步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转

型的道路。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发展，可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在社会

结构、意识形态、人民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曰益呈现出多元化现代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

记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亲”与“清”并重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这是一种基于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规

则之上的，政府与民营企业家平等独立、合作共赢的一种全新政商关系，标志着党和国家对新时期政商

关系理论的形成和成熟，也预示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为未来社会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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